
宋晓梧：亲历劳动就业与养老保险改革的决策背景 

	

1977 年底恢复高考，我参加考试，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白纸

坊分校。1980 年考上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研究生。1983 年毕

业，被分配到国家经委企业局，搞企业劳动组织整顿。1983 年，中

国恢复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资格。国际劳工组织是由政府、雇主、

工会三方代表组成，而当时中国只有政府和工会组织，没有雇主组

织。为此，1984 年成立了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代表中国

雇主组织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因为我是学劳动经济的，组织上

调我到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工作。1990 年，劳动部成立国际劳

工研究所，调我到了这个所任副所长。1993 年底，劳动部把劳动科

学研究所、工资所、社会保险研究所、国际劳工研究所等几个所合

并成立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我当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一、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提出 

劳动力是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可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

的初期，对劳动力是否需要市场配置是回避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写上“劳动力不是商

品”，也是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

际是市场导向的，先是消费品市场，然后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

场、技术市场都有了，就是没有劳动力市场。当时，有一个名词叫

“劳务市场”。劳务市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1985 年，

赵紫阳对西安劳务市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各地劳动部门应支



持积极领导开办有领导的劳务市场。当时，全国都建立了劳动服务

公司，搞劳务介绍。他就提出，劳动力不能全靠政府分配安置，要

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又不好提劳动力市场，叫什么呢？劳务市场。

以后就用劳务市场的提法代替劳动力市场的提法，这使得我们在国

际交往时难以沟通。“劳务市场”很难翻译，外国人会理解成

Service market，但修自行车、剃头等等都是提供劳务，这里不仅

有劳动力的支出，还有工具折旧，水电、场地费用，不是 Labor 

market，交流起来挺别扭的。解释了一大堆，人家才听明白你说的

就是 Labor market。当时，还有好多这种词，比如失业，不能说中

国有失业，只能说中国有待业。这些现在看来似乎不足为道的问

题，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在劳动经济理论界曾长期激烈

争论。这并非是仅仅用哪个词汇的争论，而是关系劳动体制改革的

目标方向。 

1992 年底，我在劳动部理论务虚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劳动

力市场的国际比较》。但是在《经济日报》理论版连载发表的时

候，给改成《劳动力流动的国际比较》了。题目改了，内容却一个

字都没改。为什么改题目？编辑说标题还是先不用劳动力市场为

妥。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夕，一天晚上，劳动部部长

李伯勇打电话把我叫到中央党校。那时候，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李

部长说：“现在是叫劳动市场，还是叫劳务市场，还是叫劳动力市

场，有争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说：“应该叫劳动力市

场。”我对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恩格斯是怎么讲的，西方经济学是



怎么讲的，劳动力怎么定义，为什么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

品，详细作了解释。回来以后，我找陈宇、夏积智三人联名给李部

长写了个建议，就是《关于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提法问题》，这

篇文章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丛书《改

革：企业·劳动·社保》一书。据我所知，劳动部在讨论十四届三

中全会报告时，主张采用劳动力市场的提法，这有利于把劳动力市

场明确写进全会的决定。从此，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被中央国务院文

件正式采用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高尚全主任也是主张提劳动

力市场的。他是直接向中央领导提出来的，我们的作用是间接的。 

这个提法明确以后，应由市场为主配置劳动力资源就很清楚

了，理论上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研究就顺多了。这个概念的确立，

对我们搞劳动经济学的人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之前，很多问

题都得绕着走啊！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劳动部门始终坚持

劳动工作要计划为主，可以引入一些市场调节，但只起为辅的作

用。当时，还提出劳务市场分社会劳务市场和企业内部劳务市场，

社会劳务市场可以有些市场补充，企业内部劳务市场必须有计划等

等。我觉得，明确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体制改革历史上

的一个重大转折，劳动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来，

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这几个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分得很清

楚，我们后来搞混了。劳动力市场涉及很多方面，如工资福利、社

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等，还涉及劳

动力供求双方的组织行为问题。用劳动力市场这根主线把这些问题



串起来，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清晰多了，就业、工资、社保、安全等

就是有机联系的而不是分散割裂的。1994 年劳动部明确提出，要以

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为主线，深化劳动体制改革，推进各项劳动

工作。 

在劳动体制改革方面，意识形态束缚比较多，突破非常费劲。

因为劳动力可以局限于经济学分析，而劳动者要有政治定位，劳动

力和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有机统

一。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是要区分哪些是资本主义，哪些是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叫“失业”，社会主义叫“待业”。那一阶段还有很

多人写文章论证社会主义待业和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区别。现在分

析经济问题时我们多采用了西方经济理论，在谈政治问题时我们多

沿用了马克思理论，二者之间如何衔接，我认为，到今天也并没有

说透彻。我们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内在有机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此外，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组织行为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

工会和雇主组织的职能及其作用，目前还存在很多与市场经济不适

应的问题。 

二、养老保险改革的决策背景 

1995 年 12 月，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向劳动部部长李伯勇提

出，把我从劳动科学研究院调到体改委。从那时开始，我从过去主

要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理论研究转变为主要从事有关劳动和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1996 年，我参与了国务院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工作班子的工作，是工作班子

的负责人之一。 

中国从 1951 年开始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

的，根据职工的工作年限，按照退休前工资的一定比例，领取退休

金。那时是国家统筹，全国总工会也管过。1967 年，取消了全国统

筹，变成“企业自保”，搞了 10 多年，这就和苏联不一样了。为什

么能搞企业自保呢？因为那时国有企业是国家的附属物，统收统

支，亏了国家给补，盈了国家拿走。企业需要花多少钱，都由国家

来解决。到了 1984 年，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搞活国有

企业，要把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

当时，还不叫市场主体，叫商品生产主体。企业要自负盈亏，亏

了，养老金就发不出去，因为是企业自保。这就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像深圳这些新兴城市，年轻职工多，养老金富裕；但是，在一

些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亏损，退休人员多，发不出养老金。发不

出养老金，工人当然要“闹事”，应当说工人要求发养老金是完全

合理的，不是“闹事”。他们不理解，干了一辈子，为什么拿不到

养老金？从 1984 年开始，就有工人到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门前

去静坐，逼得政府开始解决养老问题。打破企业自保，在县市层次

搞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84 年首先是在广东

省江门、东莞、四川省的自贡、江苏省的泰州、无锡等地开始试

点，1986 年 1 月，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联合印发《转发无锡市

实行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扩大试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们理论准备严

重不足。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里程碑式

的历史性文件，城市经济改革从此发轫。小平曾经说过，这是一部

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这个决定中，你找不着“社会

保障”这四个字。这个决定主要是围绕搞活企业及其相关的价格、

财税、经营权、所有权等问题展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很大的突破

了，我们不能要求在改革初期就想得那么周全。然而，企业一改

革，自然就出现了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踩到哪

块石头了？就是工人领不到养老金，报销不了医疗费。我们现在讲

改革进程，从正面说是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了。

为什么引起重视啊？很多是问题倒逼出来的。 

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存在着一个重大争论。即在中国的养老

保险制度里要不要设立个人账户？如果设个人账户，是大账户还是

小账户？1991 年 6 月，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实行职工个人缴纳一部

分费用，从工资的 1-2%起步，逐渐增加。当时的设想是，因为工人

个人缴了费，知道这个钱是自己的，而且保值增值，老了以后返回

得就多，这样对工人缴费有激励作用。再一个考虑是，建立个人账

户，就是要把这种激励作用延伸到养老保险中去。按本人工资的百

分比建立个人账户，虽然都是工资的 1%，但是你挣一万块和他挣一

百块，差别就很大了。挣钱越多，企业为你缴的也就越多。1993 年



国家体改委提出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要搞大个人账户。按照本人

工资的比例，设立一个个人账户，自己缴一部分钱，企业给你缴一

部分钱。参照新加坡管理模式或者智利管理模式，个人账户保值增

值。那时候，社会舆论的主要倾向是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

体改委倾向于设立大个人账户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劳动部则强调

比较传统的理论，还是要坚持社会共济，养老金的大部分按社会平

均工资发放，不管你挣一万块还是挣一百块，都要按照社会平均工

资发放养老金。这里，我把工资收入差距说得极端一些，这样容易

理解。 

1995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通知》。当时劳动部和体改委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案。劳

动部的方案是建立相当于个人工资 3%的个人账户，体改委的方案是

12%甚至 16%的个人账户。从这两个方案看，劳动部的方案是大统

筹、小账户，体改委的方案是大账户、小统筹。两家方案不一样，

国务院协调不下来，决定把两个方案都拿下去，各省自己选择，各

省还可以自己定个人账户的比例。结果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就出现

了五花八门的个人账户，最小的 3%，最大的 16%，中间的 11%。 

本来，搞社会保障是为了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使那些永久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有生活保障。比如，职工退

休了，就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了，是暂时退出；因病、因

伤，多数是暂时退出。要给这些人一个合理的生活待遇，这就为劳

动力流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平台。但是，全国各地的基本养老保险



方案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个人账户是要随着职

工自己走的，个人账户不统一，就成为职工异地流动的障碍。武汉

就是典型的例子。湖北省和武汉市实行两种不同的个人账户，一个

城市中，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之间职工相互调动都困难。你是 3%的

账户，我是 12%的账户；你到我这来，前些年欠的个人账户的钱你

缴不缴？企业缴的那部分钱也不一样。调出的企业说，他人都走

了，我为什么给他补齐呀？调入的企业说，他过去没有在我这干，

我为什么给他补？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纠纷。所以，这个政策实行

仅仅 1 年，各地反应非常大。我们调研时，地方领导抱怨说，有人

批评地方各行其是，搞无政府主义，其实不是地方搞无政府主义，

是因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搞了“无主意政府”。个人账户多大，上

边没准主意，让我们自己确定，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怎

么能搞成这样五花八门呢？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的确走了弯路。 

这些问题出现以后，迫使中央高层把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96 年，国务院要求体改委、劳动部和财政

部共同研究统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工作班子成员主要由

体改委、劳动部、财政部有关人员组成。劳动部是养老保险司司长

焦凯平，财政部是社会保障司司长路和平，体改委就是我。上面还

有部长这一层，国务院主抓是朱镕基，体改委是国务委员兼主任的

李铁映。在调研过程中，分歧仍然很大。有的地方坚持大账户，有

的地方坚持小账户。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好处，而且都拿出国

际上的经验据理力争。经过征求地方意见、专家论证、部门协调，



最后拿出了一个统一方案。1997 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

定》，之后不久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会议，贯彻落实这个决定。 

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折中方案，既不是最大的

16%，也不是最小的 3%，而是 11%。其中 8%由职工个人缴纳，个人

缴费也不是一步到位，是从 3%起步，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逐步达

到 8%。你缴 3%的时候，企业给你缴 8%；以后每年你多缴一个百分

点，企业少缴一个百分点。除了个人账户，还有社会统筹这一块。

职工退休的时候，除了领你的个人账户之外，还领社会统筹金支出

的基础养老金，这个钱是企业缴的。但我们没有实行全国统筹，各

统筹地市负担的养老水平不一样，缴的比例也不一样。深圳可以比

较低，像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城市，企业可能按工资总额的 30%缴纳

都不一定够用。退休职工领取基础养老金，是按社会平均工资的

20%。就是说，你挣一万块也好，挣一百块也好，基础养老金都是社

会平均工资的 20%，这就把一次分配的差距缩小了。统账结合的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既有个人账户的激励，又有社会统筹的共济。但是

应该说，11%的个人账户比例是比较高的，社会统筹这部分比例相对

低一些。 

后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上世纪 80 年代

末到本世纪初，短短十几年，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

成了一个分配差距过大的国家。人们对养老保险中激励与公平的关

系有了新的看法。在社会保障方面更要强调公平与共济。这样， 



2001 年启动辽宁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时，进一步调整了养老保险缴

费和发放的比例。个人账户从 11%缩小到 8%，全部由个人缴；同时

增大了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比例，从社会平均工资的 20%提到 30%。这

个方案从 2000 年开始设计，2001 年在辽宁开始实施，2004 年扩展

到吉林、黑龙江，现在已经基本上在全国实施。一个退休人员拿到

的养老金，个人账户部分要占到 30%左右，加上社会平均工资 30%，

替代率还在 60%左右，但是结构变了，共济性加大了。也就是说，

工资高的人，从养老金中拿的少一些了，工资低的和工资高的养老

金差距缩小了。 

我前面说过，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不足

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养老保险应该归哪个部门管？20 世纪 80

年代曾发生过激烈争论。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按所有制来区分。1984

年 10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出过一个决定，规定国有企业养老

保险归劳动部管，集体企业养老保险由保险公司管，由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起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现在回想

起来，犯了低级错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当时我们对

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搞养老保险，基本上是两眼一摸黑。出国考

察，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中国人保公司派人去美国，由美国金融

机构接待。人家说：“我们保险公司经营了多少养老保险，企业的

养老保险数额非常大，几万亿！”对方还介绍了养老保险怎么保值

增值。他回来写报告就说，美国养老保险是美国保险业经营，或者

是基金公司经营。劳动部派人去美国，是美国劳工部或社会保障署



接待。社会保障署说：“从 1935 年美国社会保障法颁布以后，养老

保险都是由社会保障署管。”同时介绍了劳工部是怎样管理的。他

们回来后，都跟国务院说：“这个事应该由我们管。”1990 年，国

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田纪云是副总理，罗干是秘书长。

会上，时任辽宁省劳动厅厅长的慕绥新代表劳动部门发言说：“怎

么让保险公司管基本养老保险？法定养老保险应该都是劳动部门统

一管。”田纪云说：“这个问题挺复杂。罗干，你胆大，你说说，

该谁管？”当时我在场，记得很清楚，罗干也没有做结论。 

我认为，养老保险改革走过些弯路，也反映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有一个试错的过程。问题是在试错的过程中立法比较难，很多方面

没有定论。而立法滞后，工作推动就有障碍。1997 年《关于建立统

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指出养老保险要覆盖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但是在实际推进中很难。开始，国有企业

都不愿意参加，要让民营企业缴费就更难。地方劳动部门说，我们

磨破嘴皮子、跑破鞋底子、撕破脸皮子，最后才收上这些养老金。

如果立法，工作力度就大不一样了。 

到现在，我国还没有在社会保险方面立法。我认为，一个是观

念上的障碍，再一个是部门利益。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不

同观念争论得很厉害；后来观念的问题越来越淡薄，部门的利益越

来越突出。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回潮，有相当一批人，包括一些比较

有名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还是马克思说的对，

咱们现在把社会保障制度改坏了，还是应该回到《哥达纲领批判》



的观点，由国家把社会保障全部包下来。他们说，现在的社会保障

制度还不如 50 年代，最典型的是医疗改革，医疗保险改革总体不成

功。他们拿现在和 50 年代作简单比较。比如说，从 1949 年到 1959

年，平均寿命提高多少，婴儿死亡率降低多少；现在经济发展这么

快，人均寿命才增长几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多少？甚至没下降，农

村地区还增加了。所以说现在还不如 50 年代。有些人认为，从基本

理论上说，现在的东西就是新自由主义，争论很大。过去争论的是

大账户还是小账户，是省级统筹还是全国统筹，主要是技术层面的

问题、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现在又回到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

主义制度的本质争论，说社会保障甚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

本就错了，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个人的观点，不同意全盘否定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更不同意彻底否定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倒退计划

经济没有出路，应当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与

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节选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 ——改革亲历者口述历

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